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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中西”——劳思光的中西哲学沟通方法 
 

冯骏豪 

 

(北京大学哲学系，北京，100871) 

 

摘要：从一开始的“逆格义”到新儒学“融通”中西哲学系统的尝试，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沟通从晚清以来一

直是中国哲学学科重要的课题。在新儒学之后，劳思光提出“开放哲学”的概念作为对哲学学科的理解方法，把

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平等地安顿在世界哲学的框架之中，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成素分析”的中西哲学沟通和发展

方法。分析劳思光的“成素分析”理论，不但可以看到中西哲学沟通的演变，同时对于思考中国哲学未来发展具

有深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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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互动始于“哲学”作为

一门学科进入中国。当时西方国家以坚船利炮打开中

国的大门，进入中国；而国人为了改革图强，开始学

习西方文化从而思考其与中国文化的异同，以应对西

方的挑战。哲学作为思考范畴之一，则由此开始了西

方的“哲学”与中国思想学问之间的互动。由于中国

的思想与西方的哲学方法并不一样，旨趣亦不尽相同，

故此学人们开始思考中国哲学的定位问题。这个问题

必然离不开以西方哲学作为重要的参照内容，而中西

哲学的互动就从中国哲学的定位问题展开。从一开始

的“逆格义”，到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理解中国哲学，

再到“大哲学”概念之建立以及融通中西哲学，不同

时期的学者对于中西哲学的互动和沟通方式进行了很

多尝试。本文则以劳思光作为中心，梳理和分析其中

西哲学的沟通方法论。 
 

二、20 世纪中西哲学互动 
沟通的尝试 

 
在清末民初时期，中国思想界流行一种“逆格

义”的方式，使用比较生疏的西方哲学概念来理解中

国传统思想，以求出现新的理解和诠释。这种“逆格

义”的方式是中西哲学互动的开端，虽然可以为理解

中国传统思想带来一些新的冲击，但毕竟“概念诠

释”并不是哲学的全部工作，同时当时的学人对于西

方哲学的理解处于初始阶段，故此概念上的名目转换

并不能满足中国传统思想发展成中国哲学学科的需

求。由此，学者开始进入以西方哲学为参照，定性和

建立中国哲学学科的阶段。 
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定义中国哲学，以胡适的《中

国哲学史大纲》以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为代表。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被认为是开新纪元的作品，

原因来自他突破格义的方式，以西方哲学的不同范畴，

过滤中国学问，以找出中国哲学的内容。可惜的是胡

适的作品并未完成，后来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

史》面世，把哲学分为宇宙论、知识论、人生论三部

分，并以此为基准，过滤中国传统学说，以中国传统

思想中“约略相当”于西方哲学的学问，作为“中国

哲学”。此阶段中西哲学互动的特色是以西方哲学的

内容为基点，由此过滤出“中国哲学”的内容，建构

中国哲学的系统。不过，由于中西哲学的旨趣并不一

致，故此以西方哲学内容为中心“过滤”出中国哲学

的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失去了中国哲学的原有特

色，出来的结果只是“在中国的西方哲学”。由此，对

于探寻中国哲学特性以及建立统摄中西哲学的“大哲

学”的想法萌生了。 
                                  
收稿日期：2017−10−18；修回日期：2017−12−20 
作者简介：冯骏豪(1988—)，男，香港人，北京大学哲学系 2014 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哲学史，先秦儒学，现当代中国哲学，文化

哲学 



哲学研究                                冯骏豪：超越“中西”——劳思光的中西哲学沟通方法 

 

21

 

 
张岱年在其《中国哲学大纲》中说：“我们也可

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可以说，

有一类学问，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学，这一类学问之总

名是哲学。”[1]由此，学者开始尝试在大哲学的框架

下，探索中国哲学有别于西方哲学的特色。其中梁漱

溟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强调体证，与西方哲学以思辨为

中心不一样，故此反对以哲学之名称呼中国传统思想；

而熊十力则认为思辨不阻碍体证，反之思辨可以作为

体证的通路，并认为儒学乃哲学的正宗。二人的取向

虽然大相径庭，但是二人均在探寻中国哲学自身的特

殊性，以思辨与体证分立中西哲学精神的特色。后来，

熊十力融通体证和思辨的进路，被弟子唐君毅和牟宗

三继承，唐君毅、牟宗三建立“大哲学”的方法则是

由“思辨”转化出“实践”，以思辨为实践的资源工

具。此中透显出“思辨”为“实践”服务的观点，呼

应着熊十力认为儒学“为哲学之正宗”的价值意向。通

观此时期中西哲学的沟通，学者依然以处理两大哲学

传统的交锋融合问题为主要目的，着重于对中西哲学

传统已有成果的梳理，故此均是以现有的哲学内容为

研究焦点，而视角则是系统与系统之间的整合。 
 

三、劳思光处理中西哲学 
    沟通问题的基本态度 

 
劳思光曾经与牟宗三及唐君毅在香港中文大学共

事，三人在学术问题上有不少的交流与讨论。不过劳

思光并没有继承唐君毅及牟宗三的学术路径，而是以

不一样的问题意识进行哲学研究。劳思光与唐君毅、

牟宗三一样，在传统学问受到西方学问冲击，以及中

国学问反思自身价值的背景之下，思考中国文化和中

国哲学未来发展前景的问题。但劳思光是以包含中国

哲学在内的整体哲学学科的发展作为其研究的问题，

而不是单纯考虑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与出路的问题。

故此劳思光对于哲学以及中国哲学的定位，以至中国

哲学与其他哲学传统如何沟通发展的观点均与唐君毅

牟宗三不同。 
劳思光认为“现代化”与“西化”的概念应该分

开，中西哲学交流并不是单纯为了学习西方。劳思光

认为黑格尔的文化哲学模型在解释异质文化交流的问

题时有其限制，并提出“创生”和“模拟”的区分作

为考虑中西哲学沟通方法的基础。同时，劳思光认为

单纯从中西哲学的比较视角上找出融通方法的互动方

式，并不是有效的方法，有必要设立一种后设语言

(meta-language)重新解释哲学，突破哲学只有中西两

支的视角限制，把中国哲学安顿在世界哲学之内。 
从中西哲学互动的发展过程来看，学习西方或者

以西方哲学作为发展资源是中国哲学自身发展的一个

重要过程。可是劳思光认为“西化”和“现代化”的

观念必须明确分开，前者是属于地区文化之间的互动

问题，后者则是历史阶段的转移。晚清以来洋务运动

等文化改革运动，人们只知道“西化”，认为必须“西

化”，但是他们只是出于解决西方文化冲击的思考，

是从异质文化冲突与调和的视角上处理问题。劳思光

认为：“他们基本上承认‘西化’之不可避免，但他

们并不觉察自己的国家社会必须面对一个文化巨变的

新世界。”[2](190)言下之意即是“现代化”与“西化”

不一样，“现代化”涉及“历史阶段”的意识和价值

选择，“现代化”即是把传统的文化包括哲学推进另

一个历史阶段。因为原来已有的文化成果已经失效，

故此需要一些改变，令新的文化成果能够应对当前的

文化问题。故此，“现代化”涉及价值选择的成分。

劳思光说：“我们意识到世界进入一个新阶段，则原

有的文化结构与文化成果，都可能进入‘失效’的状

态，于是我们就觉得‘应该’要走向现代化。这就是

一种价值选择了。”[2](191)由此可见，中西哲学的互动

必须跳出“西化”概念的限制，互动发展并不是单纯

为了处理异质文化冲突的问题，视域也不再限制在

“中西”之间，而是同时要处理中国传统哲学在面对

现代文化的问题时，现有文化成果的“失效”问题。 
劳思光提出“西化”和“现代化”的区分，并不

表示中西哲学沟通的目标是要中国哲学走向现代化，

而是要共同面对现代文化所出现的问题。劳思光指出，

现代文化并不是一个“选择”，现代文化已经存在，

世界已经进入了现代文化的阶段，而且不能逆转，故

此现代文化的内容是中西哲学发展与互动不能逃避的

课题。不过，劳思光并没有拥抱现代文化，而是认为

中西哲学沟通互动的目的是要借助双方的“有效”资

源，处理现代文化的问题。劳思光引用威尔斯的观点，

指出现代文化的出现令 19 世纪成为了“希望世纪”；

但发展到 20 世纪，现代文化则出现了种种问题和不同

的文化危机，要应对这些问题，应该走出“封闭系统”

的视域界限，提倡“开放思维”。劳思光说：“针对

各种封闭的系统、封闭的语言，应提倡开放的思维……

开放的意思则是没有划定界限，没有说这是最终的

(ultimate)。有形上学思考习惯的人，往往说了一大套

道理之后，好像‘天下之理尽在是矣’，其余就没有了。

这样就成了封闭思维。所以在态度上，我提倡开放的

思维，作为理论上的基本态度。”[3]由此可以看出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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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光对于中西哲学沟通的两种态度：第一是中西哲学

沟通并不是为了中国哲学“现代化”，而是借助对方

的有效资源处理现代文化的问题，故此其沟通方法论

需要具有反思现代文化及现代性的空间。第二，中西

哲学的沟通并不是两个封闭系统的沟通，而是要步向

“开放思维”，由此则导向了劳思光所提倡的“开放

哲学”概念，作为中西哲学互动的基础。 
劳思光针对中西哲学的沟通方法要走出黑格尔模

型有限性的问题，提出了“创生”与“模拟”的区分。

劳思光认为，黑格尔的文化哲学模型是外在化

(externalization)的模型，是人的思维外在化成为存在

的模式，故此文化活动就是人的主体性一步一步往外

展开，在存在界实现价值，并建立制度系统。当现有

的文化成果未能解决当前面对的困难时，制度系统就

会崩溃衰亡，衰亡之后人类会创造新的文化成果逐步

克服困难，这个衰亡与创新的循环构成了螺旋发展观。

劳思光认为黑格尔的文化哲学模型在解释一个文化内

部的发展过程时十分有效，可是对于异质文化的互动

与学习问题则具有有限性。因为在黑格尔模型之下，

中国文化要生出西方的文化成果就会变成中国文化需

要内含西方文化的价值意识。故此劳思光提出“创

生”与“模拟”的划分，他借用帕森斯的内在化

(internalization)模型，认为要生出异质文化的文化成果

并不是由内部生出，而是直接学习模拟，然后整合调

适。由此，劳思光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沟通，

并不是从中国哲学内部找寻西方哲学的元素，“开

出”西方哲学的思考成果，而是一个互相模仿与调适

的过程，从而创造新的哲学成果。因此，劳思光为中

西哲学的沟通建构了互相学习对方的理论元素从而整

合出新哲学成果的理论框架，作为其“成素分析”的

中西哲学沟通理论的基础。 
中西哲学之间究竟选取对方的什么元素作为沟通

学习的对象，这中间需要一套衡量标准，而成功的沟

通亦需要共同的后设语言。前文曾提及梁漱溟与熊十

力均认为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着重点与旨趣不同，

即使熊十力及后来的唐君毅、牟宗三等均作出了融通

的尝试，中西哲学在学院研究中的阻隔依然很大。现

在即使在文化层面上有沟通和互相学习的需要，但如

果中西哲学的沟通学习只是一种拼盘的观念，缺乏统

一的价值衡量标准，所出来的结果只会四不像，并不

能有效解决文化危机，由此则涉及了后设语言

(meta-language)的建立问题。劳思光说：“我的想法

是，将‘理论效力’一观念扩大，而纳入‘后设哲学

语言’(meta-philosophical language)，重新解释哲学功

能，以安顿中国哲学于世界哲学之中。”[2](20)劳思光

认为需要建构一套后设哲学语言，以理论效力作为衡

量中西哲学成果的标准，再由此建立中西哲学沟通及

互相学习的桥梁，即是劳思光的“成素分析”理论。 
 
四、后设哲学语言——“开放哲学” 

概念 
 

劳思光认为，中西哲学之间的沟通不能局限于两

个封闭哲学系统的比对，从而引入“开放哲学”的概

念。所谓“封闭哲学系统”即是以现有的内容划定了

某特殊哲学的范围，而不属于这个范畴的理论则会被

排斥在外，造成整个系统的封闭性。劳思光认为，以

哲学史的历史图像来看，哲学的内容一直不断流变，

以现存已知的内容理解哲学会被封闭性所限制，阻碍

了哲学产生新理论的空间，也无助于不同哲学传统之

间的沟通。同时，以现有的哲学内容即综合中西哲学

传统的理论来理解作为整体学科的“哲学”，为哲学

定义，也会出现困难。劳思光从“哲学”定义与理解

的问题开始，建构“开放哲学”概念，亦以此作为“成

素分析”沟通理论的基础。 

劳思光认为哲学难以定义，是因为找不到哲学与

其他学问的“类差”，即哲学有别于其他学科的成分。

由于哲学研究的题材一直在变化，因此类差一直都不

能确定，亦导致哲学难以被定义。劳思光指出，哲学

在前苏格拉底时代研究世界质料问题，到苏格拉底时

认为哲学问题是研究人的范畴，即“认识你自己”，

再到柏拉图以宇宙论、知识论和形上学组成的“系统

哲学”，再发展至后来的“经院哲学”、康德的知识

论、语言哲学、意义论等等的不同哲学学派，哲学研

究内容一直在不同范围上变化，难以找到一个稳定的

内容作为哲学区别于其他学问的类差，因而哲学难以

被“定义”。 

从哲学难以被定义的问题，劳思光提出对“哲

学”概念的新理解方法，以哲学的共同特性——反省

思考入手来理解哲学。劳思光说：“把‘哲学’当作

一个‘开放概念’来讲，这个关键就在不要把‘哲

学’当成一个首要的对象，而是把哲学思维

(philosophical thinking)当作界定的对象，然后就‘哲

学思维’的成果构成‘哲学’。”[4](12−13)劳思光不再

透过内容理解哲学，而是透过各种特殊哲学的共同特

性，即哲学思维理解哲学。只有哲学才有哲学思维，

故此了解“哲学思维”即是理解哲学的特性。劳思光

认为：“‘哲学思维’是一种自己对于自己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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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称作‘反省思维’(reflective thinking)——‘反

省思维’，究竟是思考哪一些问题，这个地方是个变

数。”[4](15−16)可见，劳思光认为哲学的思维就是一种

自己对于自身活动的了解，而哲学的成果就是这种思

维之下所得出的成绩。劳思光认为，理解哲学就是研

究其思维方法，说明哲学如何思考和研究，而不是说

明其思考研究的对象。劳思光指出，经验科学是说明

世界的各种现象，同时说明现象之间的关系。“哲学思

维”与“科学思维”最大的不同，就是“哲学思维”

以自身的活动作为对象，而不是以外在的世界和知识

为说明对象。由此可以显示，哲学是了解人自身的活

动，而不是了解和报告人以外的世界。从哲学的共同

特性——哲学思维的提出，劳思光的哲学理解跳出了

以现有哲学成果理解哲学的封闭性的限制，走向“开

放哲学”的概念。 
从新的“哲学”理解方式，劳思光指出哲学思考

的三个正面功能，包括批判功能、建设功能和整合功

能。劳思光指出哲学是对自身活动的了解，而哲学发

挥这三个功能则是为了达到了解自身活动的目的。劳

思光指出，批判的功能并不是单纯指出理论的坏处，

而是需要说明正反两面，即是“有效性”和“有限

性”。当中所谓的“有效”和“有限”则是针对理论

效力(validity)来说的，指出一个理论处理某个问题在

什么地方“有效”、在什么地方“有限”，便是哲学

思考所需要发挥的批判功能。哲学的建设功能则是建

立某一种秩序，发现事物的普遍规则。劳思光举例说，

要了解知识如何运行，了解人在什么原则下追求知识，

都是假定了一些规则。这些规则是哲学思考追求的定

律，但是这些定律并不是“不变的真理”。故此，哲

学的建设功能就是要找寻自身活动的规律，发现某一

种普遍的规则，而这些规则经常会是可以改动的。在

整合功能方面，劳思光指出，古希腊的系统哲学建立

了很长的形上学哲学传统，但这个传统在中古之后不

断受到批判，先有康德哲学，再有语言哲学与解析哲

学的批判。到了 20 世纪，各个哲学学派渐渐出现不能

沟通的现象，甚至提出了“哲学的终结”这个概念。

哈伯玛斯提出哲学需要重建，而劳思光指出这个“重

建”就是要哲学发挥“整合的功能”。劳思光说：“在

这个情况下……就是说一个重新整合的问题，一个在

不同的哲学传统，如何能够相处而且有一个较高的发

展 ， 这 就 叫 ‘ 整 合 问 题 ’ ， 或 者 是 ‘ 系 统

化’(systematization)的问题。”[4](221)可见，哲学的整

合功能就是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系统化，从而能够往

较高层级发展的功能。 

劳思光认为哲学就是“反省思维”在不同领域的

成果，这些成果则要在所思考的领域之中发挥着“批

判”“建设”和“整合”三大功能。由此，劳思光指

出哲学对人类文化活动的三个领域有所影响。而从这

三个领域的划分，则可以找到中西哲学在劳思光的哲

学框架下，各自所发挥功能的领域。劳思光指出哲学

对人类文化活动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领域：第一个为

“认知活动”的领域，即是人类建构知识，了解经验

世界中事物的关系和性质的领域。第二个是“意志方

向”问题的领域，“认知活动”领域是处理“存在”

的问题，而“意志方向”的问题，则是处理“对不

对”“应不应该”等价值判断与取向的领域。第三个

领域则是美学的领域。劳思光认为美作为一种价值并

不等同于道德价值，“艺术价值”的问题是“道德问

题”这个规范价值之外的另一个领域。 

这些领域的区分可以把中西哲学平等地安顿在世

界哲学体系之中。劳思光提出西方哲学是“认知哲

学”，而中国哲学则是“引导哲学”。前者的哲学思

考是为了提供“确定的知识”，而后者则是为了达成

“自我的转化”和“世界的转化”。故此，西方哲学

的思考领域主要集中在认知活动之上，而中国哲学的

思考对象主要集中在意志活动的领域之上。中西哲学

各自通过反省思考在这两个领域发挥批判、建设和整

合的功能，从而在文化世界上提供确定的知识或达成

“自我的转化”和“世界的转化”。由此，劳思光重

新把中西哲学平等地安顿在一个“开放哲学”的框架

之中。哲学是反省思维的成果，而反省思维可以面对

不同的问题，发挥哲学思维的正面功能，故此不同地

区(不单是东方、西方)的文化面对不同的文化问题所

作的反省思考成果，就成为了该地区的哲学，这就是

劳思光的“开放哲学”概念。不同哲学的差异与特殊

性是因为自身文化的旨趣选择而产生的不同的思考成

果。如此，不同哲学的地位是对等的，没有一个哲学

传统是先天地优越地可以代表整个哲学领域。在这个

“开放哲学”的概念之下，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则可

以平等地安顿在世界哲学的概念之中。而这个平等的

哲学地位则是劳思光对中西哲学互动沟通的“成素分

析”理论的重要基础。 
 

五、哲学之间的沟通方法 
  ——“成素分析” 

 
劳思光针对文化冲突的问题，以“开放哲学”为

基础，提出了“成素分析”的理论，尝试指出不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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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哲学传统之间的相处与沟通发展如何成为可能。

劳思光认为，“文化传统”不能彻底地改变，人能做

的就是弱化文化冲突的观点，是预设了“封闭系统”

和“开放系统”的划分。各个文化以至形上学、宇宙

论等哲学理论，如果某成素不能够收进该系统的类之

中，则会被该系统认为是不成立的，而这个系统便是

一个封闭系统。 
劳思光认为，要思考不同文化和哲学传统之间的

沟通与冲突问题，需要突破上述的划分，把“封闭性”

和“开放性”落在系统的成素中说，即是“开放成

素”和“封闭成素”的划分。而每个文化系统、哲学

系统，应该都同时具有这两个元素。劳思光说：“一

种文化成果若只是特定的历史及社会脉络的产物，则

他即属于‘封闭成素’，由此便极难为异质文化所吸

纳。倘若它具有超越特定脉络的普遍性及长久性意义，

则它即是这个文化系统中的‘开放成素’；它虽在发

生历程中是属于某地区的文化成果，其内含意义却是

普遍性的。”[3](126−127)故此“开放成素”即是在该文化

和哲学传统中能够超越历史脉络和社会脉络，具有普

遍及长久意义的元素；而如果成果未能超越这两个脉

络，则是“封闭成素”。不同的哲学传统都会有它的旨

趣，可是人类总有一些发现普遍问题的能力，当哲学

传统接触到一些普遍问题的时候，就会产生“开放成

素”。这些“开放成素”就是不同哲学传统和文化传

统之间相处和接合的地方。劳思光指出，当不同传统

的“开放成素”互相接合，则可以出现效力较为普遍

的“高层级”的文化组织和理论建构，从而吸收较

“低层级”的文化系统。因此，世界不同的哲学传统，

包括中西哲学传统可以在涉及普遍问题的“开放成

素”上接合，从而发展出理论效力较为普遍的“高层

级”理论建构。这就是劳思光在“成素分析”的基础

上，提出的中西哲学在世界哲学之中互相沟通和发展

的途径。 
在判断选取“开放成素”方面，劳思光提出以理

论效力的“普遍性”作为衡量不同哲学传统的“开放

成素”的标准。不少学者认为，理论的“有效性”会

自然被文化背景所限制，不同文化之间的元素是不可

能互相借鉴的，故此西方的、外来的理论元素不可能

适用于中国。劳思光指出，每一个哲学传统都发生在

特定的时空，有其自身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可是

这个特定的时空与背景并不一定限制哲学传统中各理

论的“理论效力”。他认为理论的“发生历程”和

“内含品质”需要区分，并不能以前者衡量后者的高

低。例如一个画家以救灾慈善为目的创作一幅作品，

还是以谋生和取悦权贵为目的创作一幅作品，并不会

影响到该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引发某哲学理论的特

定时空背景，并不必然会影响到该理论自身对于处理

问题的有效性和普遍性。故此，理论的“发生历程”

并不会必然影响到该理论对于处理问题的有效性，而

同一问题发生在另一个文化体亦不必然会使该理论失

效。正如西方的显微镜可以看到西方人血液中的细菌，

并不会因为血液换成了中国人的血液就会使显微镜失

效而看不见中国人血液里的细菌。因此不能以该理论

来自自身文化体还是外来文化体作为衡量该理论的标

准，认为外来的理论元素必然不适用于自身文化而否

定其理论，必须另立衡量标准。劳思光认为不同哲学

传统的哲学成素的理论效力判断标准，就在于理论处

理哲学问题的“理论效力”之普遍性。该哲学传统中

理论的普遍性越高，则“开放成素”越多，即这个哲

学传统与其他哲学的可沟通资源以及未来“较高层

级”的新哲学发展的有效资源就越多。由此，“理论

效力”的普遍性，即其面对人类文化共同问题的理论

效力的高低，成为中西哲学以至世界不同哲学之间选

取沟通学习元素的评断标准。 
 

六、劳思光“成素分析”理论 
的分析与反思 

 
劳思光突破黑格尔螺旋发展观的“外在化”模型

的限制，参考了帕森斯的“内在化”模型，以“开放

哲学”为基础，将中西哲学平等地安顿在世界哲学的

视野之中，通过把“开放性”和“封闭性”从系统间

的分析转到成素之中，令不同的哲学体系之间出现了

“开放成素”的沟通空间；通过“开放成素”之间的

接合，交互发展出能够应对人类文化共同问题的“较

高层级”的哲学。同时，劳思光以每个哲学传统中理

论的“理论效力”的普遍性作为衡量该哲学的“开放

成素”的多少以及其对人类共同问题的“理论效力”

高低的评断标准。 

劳思光以“开放哲学”的概念，突破以现有内容

理解哲学以及沟通空间的限制，开拓了不同哲学体系

沟通的空间。纵观前人探讨中西哲学的沟通问题，大

多都是先为中西哲学现有的内容做史学式的梳理，从

而理解“哲学”的概念和找出中西哲学的特色；然后

通过中西哲学特色的“比对”和尝试“融通”，找寻

中西哲学的未来发展空间。以现有内容理解哲学会造

成哲学的“封闭性”，阻碍了不同哲学传统之间的沟

通。同时，哲学传统的“特色”是根据其历史脉络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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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脉络产生的独特旨趣而形成的，往往是“封闭

性”之所在，故以现有内容找出哲学学派的特色并尝

试“比对”和“融通”的方法具有一定的有限性，并

不能保证可以找到沟通空间。劳思光的“开放哲学”

概念以哲学的共同特性——反省思维为基础来理解哲

学，并认为人类会共同思考某一些问题，预设了各个

哲学传统的共同性，再由此寻找不同哲学传统对于人

类共同问题具有普遍理论效力的“开放成素”，作为

哲学传统之间沟通互动的接合点，发展更高层级的哲

学。劳思光的“开放哲学”概念预设了不同哲学传统

的共同性和人类共同思考的问题，即普遍性问题的存

在。以此作为指针则可以更明确地寻找中国哲学与西

方哲学具有普遍理论效力的“开放成素”，从而打开

中西哲学沟通的空间。 

同时，劳思光的“开放哲学”概念和“成素分

析”理论，使中西哲学能够在世界哲学的范围内平等

沟通。回顾前人对中西哲学沟通的尝试，从借助西方

哲学的资源建立“中国哲学”概念，到尝试“融通”

西方哲学，都前设着一种中西哲学之间的地位较量。

他们都认为某一个哲学传统是整体哲学学科的宗主，

而其他哲学传统则是从属的地位。中国哲学要么就是

要经过西方哲学化的改造，才能成为合法的哲学学科；

要么就是需要透过建立一套新的评断标准，为中国哲

学建立“正宗”的地位。比如前期的胡适、冯友兰以

西方哲学为哲学的基础过滤出中国哲学，当中就有以

西方哲学代表“哲学”的意向；而后来熊十力认为儒

学为哲学之正宗的态度则被唐君毅和牟宗三所继承，

认为“思辨”为“实践”服务，则是要为中国哲学夺

回“哲学的正宗”的地位。在劳思光的“开放哲学”

的概念中，认为不同哲学学派的差异只是反省思考的

旨趣不同和发挥功能的领域不同，即使每个哲学学派

面对共同问题是有“理论效力”的高低，可是并没有

所谓“正宗”的概念。中西哲学与其他的哲学传统一

样，都是反省思考的成果，并在平等的地位之中进行

沟通与发展。 

劳思光的“成素分析”理论，从“系统分析”的

视野转换到“成素分析”的视野，让中西哲学的沟通

开出双向的通路。前文提及新儒家熊十力到唐君毅和

牟宗三的“融通”尝试，他们的方法就是从哲学系统

的特色入手，尝试“融通”两种哲学的特色。故此三

位新儒家学者的视角依然是中西两大哲学系统的整合

问题，尝试把西方哲学的“思辨”作为中国哲学“实

践”的资源。这个进路虽然回应了两个传统之间的冲

突问题，可是并没有建立两个传统之间的双向互动进

路。在三位新儒家学者的框架下，西方哲学的“思辨”

为中国哲学的“实践”提供了资源，是一个从西方哲

学成就中国哲学，即从“知”贯通“行”的单向通路。

劳思光的“成素分析”理论则认为不同哲学传统之间

的沟通是双向的，哲学的理论价值和“开放性”不再

落在系统上，而是落在系统内部的各个成素上。只要

该哲学传统的理论具有“开放成素”就可以成为对方

的学习资源，从而建构“更高层级”的哲学成果，因

此中西哲学的沟通在“成素分析”的理论下是双   

向的。 

劳思光的“开放哲学”概念和“成素分析”方

法，不但促进了中西哲学的沟通，对于中国哲学未来

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开放哲学”概念以

新的后设哲学语言回应“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

给予中国哲学明确的定位，作为发展的基础。中国哲

学不再是“蜕变”自西方的学问，或者是“西方哲

学”在中国的“附庸”，而是具有自身理论特色以及

合法性，能够与其他哲学传统分庭抗礼的学问。中国

哲学得到明确的定位以及与其他的哲学传统平等沟通

的地位，作为其发展的基础。同时，“成素分析”的

沟通方法打开了中国哲学未来发展的新路径。中国哲

学不只是从内部发展出新理论，也可以通过吸收和整

合其他哲学传统的“开放成素”发展出新的理论，从

而具有更多发展空间。由此，劳思光理论中的中国哲

学，将会渐渐融入并非源自中国文化的新资源；中国

哲学的未来不再是单独发展，也不是与其他哲学传统

对抗而发展，而是同时与其他哲学传统一起通过成素

分析方法，互相吸收对方的有效成素，共同发展。 

劳思光的沟通方法以每个哲学传统都具有“开放

成素”以及人类具有共同思考的问题(即哲学的“普

遍问题”)作为前提，从而建构其“成素分析”的沟通

理论。在中西文化沟通的立场上，劳思光所提出的理

论开出双向沟通的进路，令中西两个哲学传统具有更

大的沟通空间。但是这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

化是“开放成素”较多，是“开放性”较强的文化。

面对外来文化，中国文化和哲学均比较愿意接受改变。

当封闭性较强的文化面对异质文化时，“成素分析”

的理论则只会推导出该文化对于“较高层级”的文化

的建立所提供的资源较少，但是并不保证该“封闭

性”较强的文化会“欣然接受”新的高层级文化。部

分文化的“封闭成素”对于“共同问题”的理论效力

比较低，可是对于该地区的问题依然具有效力。如何

让该文化放弃本身的成素而接受新的成素依然是未知

之数。看见有效的成素而接受是“理”的问题，而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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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文化领域并不单纯是“理”的层面，比如宗教及其

衍生的价值观具有“信”的层面。同时部分宗教要求

教义的完整性以及实践的严格程度。这些封闭性较强

的文化与其他文化，尤其是现代文化的冲突问题，是

不是能够以较为“温和”的“成素分析”方法解决则

成为疑问。 
 

七、结语 
 

回顾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沟通发展，可以看见

劳思光的沟通方式开拓了中西哲学更大的沟通空间。

同时这个沟通是双向的，不再是中国哲学从西方哲学

获取资源，而是互相学习为新的哲学建构作贡献。此

外，劳思光的“成素分析”沟通理论建构在“开放哲

学”的概念之下，突破以哲学内容理解哲学概念的限

制，令中西哲学能够平等地安顿在世界哲学的框架之

中。西方哲学不再垄断地代表哲学学科，同时中国哲

学不需要刻意“改造”以建立中国哲学的学科合法性。 
中西哲学之间的交流并不是地位与话语权的争夺与角

力，而是平等的沟通发展。即使劳思光的理论在不同

文化的沟通方面有其局限性，可是在“开放哲学”和

“成素分析”的方法论下，中西哲学之间的交流进入

了新的视域。中国哲学的发展不再是中国哲学应付西

方哲学的冲击而产生的，也不是为了中国哲学在哲学

领域中找寻生存空间和争取其地位，而是突破“中

西”的地区文化交流视域，以“世界哲学”的角度，

与中西之外其他哲学传统一起，对于世界哲学中具有

普遍性的问题尤其是现代文化的文化危机，建构理论效

力更具普遍性的“较高层级”的哲学。故此中国哲学不

是在西方哲学冲击下的中国哲学，也不是与西方互相媲

美较量的中国哲学，而是“在世界中的中国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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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comparison of concepts to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by Neo-Confucianis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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